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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构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耦合协调性进行探讨，并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协调发展度各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省市看，耦合度除上海出现下降外，其余省市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耦合类型主要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耦合阶段,协调发展度除上海和云南出现下降外，其余省市也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协调发展等级主要集中在中度协调类；（2）从各区域看，协调发展总体上呈现中部区域大于东部区域大于西部区域的空间特征；（3）从区域整体看，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都波动上升，协调发展主要制约因素为生态环境响应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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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model (PSR) framework model,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y 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sure, state and response subsystems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0-2016 is discussed, and the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differenc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degree of coupling shows an overall fluctuating upward tendency in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while a decline in Shanghai; the coupling type is mainly in the running-in stage and the high coupling stag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in most provinces and cities also show a rise in volatility, except for Shanghai and Yunna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oderate coordination categor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region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esent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larger tha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the western region”.(3)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 as a whol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and the main constrain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ponse and pressure level.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pons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sure are the main constraints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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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虽然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但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不容乐观。正如在2017年1月9日环保部组织召开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指出：长江经济带排放全国34%的SO2、32%的氮氧化物和28%的烟尘，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也分别占43%、37%和43%。因此，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各系统协调发展特征与时空演变趋势等相关问题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1  文献综述
1.1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20世纪8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建立了由大约50个指标组成的PSR模型（压力-状态-响应）的城市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其重要的系统特征是基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2]，显示了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间的因果关系[3-4]。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和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DPCSD)联合提出了DSR模型（驱动强制-状态-响应），强调了生态环境压力和环境退化间的因果关系[5]。后来,PSR和DSR模型进一步演变成DPSIR模型（驱动强制-压力-状态-冲击-响应），更详细地描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因果关系[6]。
近年来，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也引起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PSR模型来描述经济、环境和资源间的关系[7]。Zhu[8]通过平衡计分卡（BSC）方法设计了一个具体的环境成本评估系统，该评估系统考虑到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多维度评价。Shi 等[9]提出了一个新的“EcoDP”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5个子指标体系组成，用以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PSR、DSR、DPSIR是最常用的方法，这些模型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各种指标间因果关系链的环境指标上。但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不同学者由于具体研究目标不同，往往导致设计出不同的指标体系，即使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指标体系也不完全一致，因此，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PSR模型应用较广，本文将基于PSR模型框架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1.2  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发展
关于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借鉴生态学、物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研究内容看，一是主要研究生态环境与城镇化或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关系[10-11]；二是主要研究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或能源价格或经济发展等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12-13]。从研究尺度来看，一是基于全国的[14]；二是基于省区市的[14-15]；三是基于流域的[16-17]。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已形成较多研究成果，但目前来看还存在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全国或省区市为研究对象，以区域为对象的研究较少，尤其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深入研究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性问题不够，即使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相关问题，但缺乏对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问题作深入研究；二是现有的研究思路多是在各系统评价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缺少进一步研究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PSR模型构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时空多纬视角，对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基本特征与时空差异展开分析，并从整体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协调发展重要因素及其显著性。
2  研究设计
2.1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
[bookmark: OLE_LINK2]“压力-状态-响应”（PSR ）模型认为人类活动会对环境造成压力（pressure），改变了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存量（state），社会通过实施环境、经济等政策（response）来应对这些改变和压力。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PSR框架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成为国内外环境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18-19]，其不仅可以综合考虑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而且还可以考虑人类实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政策所产生的效应。
2.2  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环境是指支撑人类生命系统的整个自然系统的总称；生态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总体或部分生态环境因子的组合，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20]。因此，本文依据PSR模型，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层，以压力、状态和响应为准则层，借鉴已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19]，同时结合长江经济带区域实际情况，并遵循指标选取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三方面共9个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生态环境质量
	状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1
	0.165 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x2
	0.147 3

	
	
	森林覆盖率/% x3
	0.178 2

	
	压力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t x4
	0.034 3

	
	
	人均工业SO2排放量/（g/人）x5
	0.220 4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t/人）x6
	0.032 1

	
	响应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x7
	0.028 4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104 m³x8
	0.071 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x9
	0.123 2


注：关于权重计算，主要将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变异系数法，限于篇幅计算过程略

2.3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受自身和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对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三系统进行分析时，耦合度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1）



式(1)中：C为耦合度，10≤C≤1；k为调节系数，这里k=3；、、分别表示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综合发展指。当耦合度C越大，说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将耦合度划分为：当0≤C≤0.3时，为低度耦合；当0.3≤C≤0.5时，为拮抗阶段；当0.5≤C≤0.8时，为磨合阶段；当0.8≤C≤1时，为高度耦合，表明子系统处于良性共振耦合且有序发展状态[21]。
2.4  协调发展度模型
尽管耦合度能较好地反映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系统相互协调程度，但却难以反映系统间的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此，在耦合度基础上,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低，具体模型如下:

                           （2）

式（2）中：D为协调发展度，即协调发展水平；T是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综合发展指数；α、β、λ是待定系数，考虑到系统中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重要性程度基本一致，故取。
根据协调发展度值的大小，可以分为5种类型[22]，如表2所示，以此定量判断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协调发展情况。
表2  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等级及其划分标准
	
D
	
协调度等级
	


	


	0≤D≤0.2
	严重失调
	
M为超前型、N为滞后型
	
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同步型

	0.2≤D≤0.4
	中度失调
	
	

	0.4≤D≤0.6
	低度协调
	
	

	0.6≤D≤0.8
	中度协调
	
	

	0.8≤D≤1
	良好协调
	
	



2.5  数据来源
2010—2016年各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年鉴。
3  耦合协调发展结果分析
首先将各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3]；其次利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24-25]，如表1所示；第三，计算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及其综合发展指数得分；最后根据式（1）和（2）计算得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及其均值，分别如表3、表4、表5所示。
表3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子系统耦合度比较
	省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上海
	0.588 1
	0.588 3
	0.599 9
	0.518 9
	0.568 7
	0.635 4
	0.577 1
	
0.807 1

	江苏
	0.849 6
	0.861 3
	0.850 2
	0.854 7
	0.862 6
	0.913 5
	0.879 5
	

	浙江
	0.967 6
	0.969 8
	0.967 1
	0.977 7
	0.968 7
	0.970 6
	0.978 9
	

	安徽
	0.734 4
	0.772 6
	0.795 1
	0.840 7
	0.843 2
	0.877 2
	0.843 3
	
0.820 3

	江西
	0.766 1
	0.801 0
	0.826 3
	0.796 4
	0.838 4
	0.845 3
	0.822 6
	

	湖北
	0.771 2
	0.815 4
	0.760 6
	0.827 9
	0.848 0
	0.856 2
	0.841 2
	

	湖南
	0.820 9
	0.812 1
	0.842 0
	0.832 6
	0.843 1
	0.863 4
	0.850 0
	

	重庆
	0.748 4
	0.763 8
	0.781 9
	0.792 8
	0.800 7
	0.811 5
	0.793 2
	

0.744 8

	四川
	0.758 3
	0.767 9
	0.741 7
	0.779 8
	0.792 1
	0.837 7
	0.818 1
	

	贵州
	0.678 0
	0.690 1
	0.590 7
	0.695 5
	0.693 1
	0.719 9
	0.715 2
	

	云南
	0.711 1
	0.717 5
	0.771 1
	0.735 8
	0.706 1
	0.704 1
	0.738 1
	

	合计
	0.763 1
	0.778 2
	0.775 2
	0.786 6
	0.796 8
	0.821 4
	0.805 2
	



表4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比较
	省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上海
	0.540 4
	0.518 0
	0.534 9
	0.508 8
	0.537 1
	0.582 5
	0.538 9
	
0.670 3

	江苏
	0.719 8
	0.703 9
	0.725 2
	0.731 9
	0.734 3
	0.731 7
	0.736 7
	

	浙江
	0.717 4
	0.720 9
	0.739 3
	0.750 0
	0.764 4
	0.773 0
	0.766 4
	

	安徽
	0.650 6
	0.638 1
	0.670 4
	0.706 3
	0.709 6
	0.700 5
	0.707 8
	
0.695 0

	江西
	0.696 8
	0.682 6
	0.706 8
	0.735 4
	0.704 1
	0.714 5
	0.712 5
	

	湖北
	0.647 2
	0.659 5
	0.639 1
	0.691 6
	0.704 4
	0.717 7
	0.698 5
	

	湖南
	0.689 0
	0.680 2
	0.705 1
	0.707 4
	0.720 0
	0.719 0
	0.719 3
	

	重庆
	0.639 1
	0.667 9
	0.686 7
	0.692 1
	0.690 2
	0.693 5
	0.683 8
	
0.647 7

	四川
	0.665 8
	0.680 8
	0.673 4
	0.694 3
	0.692 8
	0.728 4
	0.722 7
	

	贵州
	0.555 7
	0.571 4
	0.517 9
	0.586 6
	0.596 7
	0.644 5
	0.617 4
	

	云南
	0.654 1
	0.607 3
	0.651 6
	0.629 5
	0.614 1
	0.630 7
	0.647 6
	

	合计
	0.652 4
	0.648 2
	0.659 1
	0.675 8
	0.678 9
	0.694 2
	0.686 5
	




表5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值比较
	省市
	压力
	状态
	响应
	T
	C
	D
	协调类型
	主要特征

	上海
	0.143 6
	0.333 5
	0.019 0
	0.165 4
	0.791 6
	0.513 8
	Ⅲ
	状态超前，响应滞后型

	江苏
	0.274 5
	0.255 8
	0.078 1
	0.202 8
	0.847 3
	0.465 6
	Ⅲ
	压力超前，响应滞后型

	浙江
	0.153 5
	0.258 9
	0.162 9
	0.191 8
	0.831 7
	0.464 0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安徽
	0.113 7
	0.367 7
	0.091 9
	0.191 1
	0.830 7
	0.552 6
	Ⅲ
	状态超前，响应滞后型

	江西
	0.070 5
	0.362 4
	0.183 0
	0.205 3
	0.850 8
	0.555 2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湖北
	0.103 6
	0.363 0
	0.098 8
	0.188 5
	0.826 9
	0.547 9
	Ⅲ
	状态超前，响应滞后型

	湖南
	0.109 5
	0.374 9
	0.112 1
	0.198 9
	0.841 8
	0.561 8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重庆
	0.066 8
	0.375 2
	0.145 8
	0.195 9
	0.837 6
	0.560 6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四川
	0.101 1
	0.412 4
	0.100 2
	0.204 5
	0.849 8
	0.592 0
	Ⅲ
	状态超前，响应滞后型

	贵州
	0.040 8
	0.353 2
	0.106 1
	0.166 7
	0.793 8
	0.529 5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云南
	0.049 1
	0.370 4
	0.133 7
	0.184 4
	0.820 9
	0.551 4
	Ⅲ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注：1）在数据处理中已将负向指标转化为正向指标；2）Ⅰ为严重失调，Ⅱ为中度失调，Ⅲ为低度协调，Ⅳ为中度协调，Ⅴ为良好协调

3.1  各省市耦合协调发展态势
（1）耦合度分析。由表3可知，江苏、浙江等10省市的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耦合度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而上海出现下降；11省市的耦合度C介于[0.518 9，0.978 9]之间，表明主要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耦合阶段。其中：江苏、浙江、湖南的耦合度一直介于[0.8,1],处于高度耦合阶段；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的耦合度由[0.5,0.8]区间上升至[0.8,1]，即由磨合阶段转向高度耦合阶段；上海、重庆、云南和贵州的耦合度一直介于[0.5,0.8],处于磨合阶段。由此表明，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耦合度值总体较高，其中江苏、浙江等7省市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而上海、重庆等4省市仍处于磨合阶段，有待进一步优化子系统间良性有序发展。
（2）协调发展度分析。由表4可知，多数省市的协调发展度值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上海和云南出现波动下降趋势，各省市协调发展度等级类型主要集中在中度协调类。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9省市的协调发展度值一直介于[0.6，0.8]间，属于中度协调类型；而上海的协调发展度值一直介于[0.4，0.6]间，属于低度协调类型；贵州的协调发展度值由[0.4，0.6]区间上升至[0.6，0.8]，即由低度协调类型转向中度协调类型。由此可见，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总体上较好，只有上海一直处于低度协调类型。同时从表5中主要特征来看，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为生态环境响应滞后，浙江、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和云南为生态环境压力滞后，表明生态环境响应和压力因素成为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3.2  各区域耦合协调发展态势
由表3和表4可知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系统的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均值：以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均值分别为0.820 3和0.695 0，得分排名都最高；以上海、浙江和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区域均值分别为0.807 1和0.670 3，得分排名都为第二；以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为代表的西部区域均值分别为0.744 8和0.647 7，得分排名都最低。由此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耦合度均值大于协调发展度均值，表明子系统间呈现较为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但由于子系统及其整体综合发展水平不高，从而使协调发展度下降。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中部区域＞东部区域＞西部区域”的空间特征。
3.3  耦合协调发展整体态势
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均值演变趋势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第一，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均值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均值分别为0.789 5和0.670 7，其中耦合度均值由2010年的0.763 1上升至2016年的0.805 2，上升5.5%，协调发展度均值由2010年的0.652 4上升至2016年的 0.686 5，上升5.2%。由此表明，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相互作用强度和协调发展程度总体上都呈现良性向好趋势。第二，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演变趋势基本一致，表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协调发展程度存在较强的相似性。
表6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均值演变趋势
	年份
	响应
	压力
	状态
	T
	C
	D

	2010
	0.101 4
	0.358 6
	0.099 8
	0.186 6
	0.763 1
	0.652 4

	2011
	0.098 8
	0.338 1
	0.105 7
	0.180 9
	0.778 2
	0.648 2

	2012
	0.104 6
	0.349 1
	0.107 8
	0.187 2
	0.775 2
	0.659 1

	2013
	0.117 8
	0.355 6
	0.109 1
	0.194 2
	0.786 6
	0.675 8

	2014
	0.118 8
	0.347 8
	0.112 8
	0.193 1
	0.796 8
	0.678 9

	2015
	0.121 5
	0.338 9
	0.127 5
	0.196 0
	0.821 4
	0.694 2

	2016
	0.117 8
	0.347 6
	0.120 9
	0.195 4
	0.805 2
	0.686 5



4  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实证分析采用数据主要是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采用方法为面板计量模型，其中因变量（y值）为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协调发展度（D），自变量为（x1—x9）。
4.1  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前，往往采用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包括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Levin, Lin & Chu检验）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IPS、ADF-Fisher和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面板数据水平方程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evin, Lin & Chu
	IPS
	ADF-Fisher
	PP-Fisher

	y
	-5.784 3(0.000 0)**
	-0.792 0(0.214 2)
	28.308 9(0.165 7)
	35.372 7(0.035 4)

	x1
	-2.040 3(0.020 7)**
	0.225 8(0.589 3)**
	22.534 6(0.428 4)**
	29.660 3(0.127 0)**

	x2
	-4.845 3(0.000 0)**
	0.309 5(0.227 3)
	31.923 0(0.078 7)
	56.493 7(0.000 1)

	x3
	-28.385 3(0.000 0)**
	-2.858 3(0.002 1)**
	55.311 9(0.000 1)**
	84.602 6(0.000 0)**

	x4
	-11.617 5(0.000 0)**
	-3.935 1(0.002 1)**
	58.887 7(0.000 1)**
	80.328 7(0.000 0)**

	x5
	-4.381 2(0.0000）
	-0.884 3(0.188 3)
	27.560 3(0.190 7)
	33.804 9(0.051 4)

	x6
	-10.583 1(0.000 0)**
	-3.165 8(0.000 8)
	50.230 1(0.000 0)
	56.340 2(0.000 0)**

	x7
	-5.362 2(0.000 4)**
	-1.074 9(0.141 2)
	29.625 7(0.127 9)
	38.103 6(0.017 8)

	x8
	-9.632 4(0.000 0)
	-0.390 3(0.348 2)
	28.443 2(0.161 5)
	37.898 3(0.018 8)

	x9
	-5.829 1(0.000 0)
	-0.999 2(0.158 9)
	28.904 8(0.147 6)
	35.248 1(0.036 5)


注：1）估计方程含截距项；2）括号外的数字为检验值，括号内的数字为P值；3）**表示在5%下显著。下同

由表7可知，变量y、x2、x5、x6、x7、x8和x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全部通过4种检验方法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对应变量的水平方程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而x1、x3和x4都通过了水平方程单位根检验。因此，还需对面板数据y、x2、x5、x6、x7、x8和x9的一阶差分方程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7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7个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I（1）。为了确定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还需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方法为：对y、x2、x5、x6、x7、x8和x9的一阶差分进行混合回归，并导出模型的残差序列，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表明7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表8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面板数据一阶差分方程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evin, Lin & Chu 
	IPS
	ADF-Fisher
	PP-Fisher

	y
	-8.341 4(0.000 0)***
	-3.096 1(0.001 0)***
	51.705 6(0.000 3)***
	 61.945 4(0.000 8)***

	x2
	-12.135 6(0.000 0)***
	-2.765 4(0.002 8)***
	45.787 9(0.002 1)***
	  59.781 6(0.000 0)***

	x5
	-4.589 1(0.000 0)***
	-2.338 3(0.009 7)***
	43.769 6(0.003 8)***
	  47.123 5(0.001 4)***

	x6
	-10.479 3(0.000 0)***
	-1.487 7(0.068 4)**
	33.893 0(0.040 4)**
	   48.552 5(0.000 9)***

	x7
	-9.452 7(0.000 0)***
	-2.387 4(0.008 5)***
	45.258 1(0.003 0)***
	46.505 0(0.001 7)***

	[bookmark: _Hlk14869479]x8
	-10.945 2(0.000 0)***
	-3.983 4(0.008 4)***
	54.841 0(0.003 0)***
	76.292 1(0.000 0)***

	x9
	-5.014 4(0.000 0)***
	-2.317 4(0.044 2)**
	35.454 9(0.034 7)**
	40.071 5(0.010 6)**


注：***表示在1%下显著。下同

表9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参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项目
	Levin, Lin & Chu t
	IPS
	ADF-Fisher
	PP-Fisher

	模型Resid
	-13.493 3(0.000 0)***
	-2.362 7(0.006 5)***
	197.300(0.010 6)**
	266.582(0.000 0)***




4.3  面板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分别运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耦合协调发展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各解释变量在5%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混合模型中变量x6、x7、x8和x9的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比3个模型中R2、调整R2、DW和F值，固定模型更好；同时Huasman的卡方分布值为14.714 3，在5%水平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表明固定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因此，本文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为：

_数值三位分节
t(18.998 9)  (5.465 0)  (3.272 7)  (2.151 5)  (8.201 2)   (3.120 7)  (2.916 1)  
R2=0.979；F=175.06； DW=2.211 5。
首先，从DW值来看，基本接近2，根据Durbin等[26]提出的DW检验法，表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相领两点的参数是相互独立的；其次，从调整后的R2、模型整体F值及显著性看，表明模型拟合度较高，模型可靠，各变量可以解释影响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协调发展程度97%以上；第三，从各变量回归系数看，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中，x8(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成为最大影响因素，其次为x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x5 (人均工业SO2排放量），影响程度最小的因素是x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表10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面板数据OLS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OLS模型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
	0.447 7(12.195 0）***
	0.437 6(18.998 9）***
	0.439 3(15.422 0）***

	x2
	0.130 4(5.749 9）***
	0.082 7(5.465 0）***
	0.088 1(6.103 1）***

	x5
	0.123 2(4.416 8）***
	0.074 0(3.272 7）***
	0.074 5(3.389 3）***

	x6
	0.021 8(0.764 2）
	0.053 8(2.151 5）**
	0.063 3(2.778 1）***

	x7
	0.029 1(1.233 0）
	0.056 4(8.201 2）***
	0.056 6(8.249 9）***

	x8
	0.031 0(1.222 0）
	0.165 1(3.120 7）**
	0.122 2(2.990 9）***

	x9
	0.036 0(1.587 3）
	0.022 5(2.916 1）***
	0.024 1(3.183 8）***

	地区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616 1
	0.979 0
	0.854 6                       

	调整R2
	0.583 1
	0.973 4
	0.842 1                  

	DW
	0.224 4
	2.211 5
	2.052 5                            

	F
	18.895 1***
	175.063 3***
	68.551 7***

	Huasman
	
	Chi-Sq（6）=14.714 3 [0.029 8]**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

5  结论与讨论
（1）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不高，但呈现提升态势，各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也进一步提升。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得益于各省市积极响应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采取创新措施，促进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发展，如江西在全国率先实施全流域生态补偿，全面推行“河长制”，率先完成生态空间保护红线的划定；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环保综合改革，将企业环保信用与差别化水价、电价挂钩；四川在全国率先启动省内环保督察制度。由此可见，各省市主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及其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不断提高。
（2）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的耦合类型主要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发展等级主要集中在中度协调类。这表明，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状态、压力和响应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调发展程度总体上都呈现良性向好趋势，但由于子系统的整体综合发展指数不高，从而使协调发展度不高，属于中度协调类型，说明系统间仍处于低水平状态下的高度耦合，表明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3）本研究虽然构建了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压力、状态和响应，但都采用统计指标，缺乏居民主观感受指标；虽然对生态环境各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选择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等内生变量和运用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但没有考虑产业政策、绿色税收、产权制度等外生变量以及变量间交互效应和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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